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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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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已经成为国家、地区以
及国际层面政策议程中的重要议题。就治理路径而言，“自上而下”路径侧重于超国家治
理，而“自下而上”路径则强调多层次治理，但二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各自反映了
国际劳工移民治理不同阶段的特点和任务。在治理机制方面，相较于简单的国际合作，协
同机制在调和不同利益和采取共同行动方面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并为填补“保护缺口”和
“治理缺口”提供了良好的运作框架。从治理模式来看，“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模式比“三
方协商”模式更容易被接受，主张各国政府机构在劳工移民问题上直接进行合作，而且它所
建议的具体合作领域更具有可行性。中国尚需从移民管理能力、入境出境手续以及劳工移
民立法等方面进行完善，努力提升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劳工移民治
理相关规则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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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国际劳工移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是指以就业为目的而发生的
国与国之间的人员流动。相应的，通常将人员流出的国家称为原居住国，将人员流入的国
家称为目的地国。①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统计，２０１３年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移民总人
数达到２．３２亿，②其中超过一半的国际移民得到的收入被汇往发展中国家。③ 这些移民工
人主要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经济欠发达国家，因此寻求就业或者高收入工作就成为
国际劳工移民最主要的动因。
国际劳工移民是把“双刃剑”。如果治理得当，劳工移民会对原居住国和目的地国产生
积极影响。一方面，原居住国通过劳动力输出，可以缓解失业压力，促进劳务外汇、知识转
移以及商业和贸易网络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现实，目的地国通过
劳动力输入可以减轻劳动力稀缺的压力，促进劳动力流动。反之，如果治理不当，劳工移民
的负面效应则会凸显出来。例如，过度的劳动力输出，会造成原居住国大量人才外流（ｂｒａｉｎ
ｄｒａｉｎ），严重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过度的劳动力输入，则会造成目的地国就业压力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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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和移民的不同视角，“移民原居住国”等同于“移民来源国”或“移民输出国”，“移民目的
地国”等同于“移民接收国”或“移民输入国”，“移民过境国”等同于“移民中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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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① 虽然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是解决国际劳工移民问题的首
选，但人口、社会以及经济等因素日益成为刺激劳动力流动的驱动器。
从“二战”以来的劳工移民进程看，尽管国际社会努力推动劳动力的无障碍流动（ｂａｒｒｉｅ
ｆｒｅ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而且通过了若干劳工移民法律文件，但结果却并不理想。② 随着经济全球
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国际劳工移民治理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工生态尚待改善，仍旧有不少移民工人从事低岗位、低收入以及低保障的低技术或
半技术工作。③ 第二，劳工人权亟需保护，人口走私和贩卖已经成为移民工人权利保护的最
大缺口。④ 第三，临时移民劳工需要有效管理，原居住国与目的地国之间不对等的移民准入
政策阻碍了临时移民的停留和返回。第四，弱势群体劳工需要特殊关注，特别是滥用儿童
劳工、歧视妇女劳工等现象依然存在。第五，非法移民劳工需要妥善安置，一味地采取驱逐
出境或遣返回国等法律手段并不能完全杜绝这类问题的发生。实际上，这些问题往往错综
复杂、相互交织，这样就使国际劳工移民治理难上加难。
国际劳工移民治理之所以步履维艰乃至收效甚微，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移民管控
涉及国家主权事项，被认为是对国家主权的一种“入侵”（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而国际劳工移民可能对
国家主权的其他基本方面造成影响，包括经济竞争力、国家和公共安全以及社会凝聚力等，
因此大多数国家不愿放松对国际劳工移民的管控。⑤ 此外，尽管国家一直是国际劳工移民
治理的主要参与者，但国家仅在有限的范围内对区域组织或国际机构负责。其二，同贸易、
金融、投资、环境等其他跨境问题相比，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在全球层面缺乏统一的机制框
架，既没有独当一面的国际组织可以主导劳工移民的各项议题，也没有行之有效的国际公
约或其他国际性法律文件可以规范治理各方的权利和责任。诚然，国际社会在防治滥用儿
童劳工与歧视妇女劳工、移民偷渡与人口贩卖等方面达成共识并愿意遵守国际法律和规
范，不过法律规范在这些领域实施仍然是一个挑战。⑥
当今，国际劳工移民不仅是全球化浪潮中一股无法阻挡的潮流，更是全球治理中非常
重要的议题。在全球治理与移民问题上，大多数学者侧重于国际移民治理框架下的综合研
—６７—
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Ｈｏｗａｒｄ　Ｆ．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Ｒｅｃｅｎｔ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１６（２）Ｔｅｍｐ．Ｐｏｌ．＆Ｃｉｖ．Ｒｔｓ．Ｌ．Ｒｅｖ．３２２－３３３（２００７）．
例如１９９０年联合国《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首次就移民工人的不同
种类达成了国际统一的定义，并且规定了原居住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有对移民工人采取保护行动的义
务，然而迄今为止只被少数几个移民目的地国批准该公约。
移民工人从事的这些工作通常被称为“３Ｄ”工作，即脏（ｄｉｒｔｙ）、危（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和难（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的
工作，主要集中在农业、伐木业、种植业、重工业、建筑业以及家政服务等领域。
Ｓｅｅ　Ｋａｙ　Ｂ．Ｗａｒｒｅｎ，Ｔｒｏｕｂ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ｉｃｔｉｍ／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ｅｒ　Ｄｉｃｈｏｔｏｍｙ　ｉｎ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Ｈｕｍａｎ
Ｔｒａｆｆｉｃｋｉｎｇ：Ｔｈｅ　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ｉｚｉｎｇ　Ｌａｂ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１）Ｉｎｄ．Ｊ．Ｇｌｏｂ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１０５－１０６（２０１２）．
从某种程度上说，移民权利与国家主权之间存在一种紧张局面。Ｓｅｅ　Ｌｉｎｄａ　Ｓ．Ｂｏｓｎｉａｋ，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Ｓｔａｔ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
ｇｒａｎｔ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２５（４）Ｉｎｔ’ｌ　Ｍｉｇ．Ｒｅｖ．７４２－７４６（１９９１）．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ｅｔｔｓ，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ｅｔｔｓ，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１－２（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１）．
究，而对劳工移民等国际移民不同领域的分类研究较少。① 相较而言，国际劳工移民有其特
殊性和典型性，它更易牵涉移民偷渡、人口贩卖、滥用难民地位和政治庇护等行为，由此往
往会造成身份混同的假象，从而加剧各国在移民甄别与认定方面的困难，其研究具有重要
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鉴于此，本文将着重从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模式等
方面作相关探讨。②
一、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路径选择
全球治理有两种路径，一种是“自上而下”（ｔｏｐ－ｄｏｗｎ），另一种是“自下而上”（ｂｏｔｔｏｍ
－ｕｐ）。前者侧重于超国家治理（ｓｕｐｒａ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后者则强调多层次治理（ｍｕｌ－
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③ 作为全球治理的子议题，国际劳工移民治理也不例外。当然，在具
体的路径推演上还应有所区别。
（一）自上而下的路径
该路径的基本思路是，各国让渡一部分主权给一个更高层级的机构（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该机
构以类似于联邦治理其组成单位（州或省）的方式统一支配它们的行动。换言之，这种超国
家机构有权制定规则，约束行为，监督服从以及制裁反抗。尽管分权治理（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ｅ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中的辅助性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可能限制其范围，但在其权威的公认
领域，这种超国家制度胜过国家主权。④ 正因如此，各国政府不太情愿将正式的移民管控权
让与这样一个全球性超国家机构，或甚至是讨论在地区层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共同原则。然
而，这种不情愿却是不切实际的，还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对移民行使完全的主权控制———非
法移民会继续无视一国关于入境、出境以及停留的移民政策。⑤ 总之，由于移民压力的全球
性和国家政策的无力化，尽管有些国家不太情愿，但在这样的现实下也不得不重新考虑超
国家机构的提议。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议题始终绕不开联合国这个当今世界
最具普遍性、代表性和权威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这不仅因为联合国有能力提供讨论国际
劳工移民治理的正式平台，还因为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其他主权国家相对容易在此平台上
就该议题达成基本共识。在这些提议中，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在联合国体系（ｔｈｅ　ＵＮ　ｓｙ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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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根据不同的政策范畴，国际移民包括劳工移民、非法移民、环境移民、教育移民、国际旅行移
民、生活方式移民、人口走私与贩卖、难民、国内流离失所者等。其中，劳工移民包括高技术劳工移民和低
技术劳工移民、永久移民和临时／循环移民等。
需要指出的是，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模式三者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并有
机地统一于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全过程。路径是前提，它指出了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应该如何推进的问
题；机制是关键，它阐释了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在推进过程中如何协同的问题；模式是保障，它解决了国际
劳工移民治理在协同架构下如何合作的问题。
Ｓｅｅ　Ｋａｔｈｌｅｅｎ　Ｎｅｗｌａｎｄ，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１６（３）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３３４－３３６（２０１０）．
例如欧盟的治理结构，为了限制超国家机构的权力过度膨胀，决策权应尽可能地由最低层级实
施，除非最高层级实施必要且有效。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Ｖｉｓｃｈｅｒ，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ｉｔｙ　ａｓ　ａ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ｅｙｏｎｄ　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３５（１）Ｉｎｄ．Ｌ．Ｒｅｖ．１０３－１０８（２００１）．
Ｓｅｅ　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Ｍｏｔｏｍｕｒａ，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Ｌａｗ　２２，２６，３１（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ｔｅｍ）下，这种超国家机构可以经由以下三种方式产生：一是新设，即重新创设一个全球性的
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按照这种方式产生的超国家机构是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而存在，
无论在组织上还是在活动上都是独立的，其优点在于它可以集中并强化原本分散的移民主
管责任，从而减少业务上的协调、重叠和漏洞问题。不过，可以预见的是，通过创设一个新
的超国家机构来实际管理国际劳工移民的做法绝非易事。一方面，这种做法看来似乎是一
劳永逸，但新设机构在如何妥善处理与其有相同或类似业务的现有机构的关系问题上可能
会显得比较棘手。① 另一方面，各国尚未就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议题达成广泛共识，而且也缺
乏创设新机构的热情。② 二是指定，即从现有机构中指定一个主管国际劳工移民的领导机
构。在联合国众多机构中，国际劳工组织似乎是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的不二人选，其他
机构则在劳工移民管理方面缺乏相关经验。作为现有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在制度安排方面
有着天然的优势，与新设机构相比，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两极分化乃至无果而终的争
论。然而，在组织结构方面，国际劳工组织特有的“三方性原则”极有可能不被成员国所接
受，原因在于成员国不愿意雇主和工人代表参与移民政策的制定。③ 三是纳入，即将国际移
民组织纳入联合国体系使之成为一个专门机构。通过工作交接和责任转移，国际移民组织
逐渐承担起其他机构在移民方面的职能，并以事实上的世界移民组织身份发挥自己的作
用。实际上，自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移民组织一直游离在联合国体系外，但这并不影
响它对国际移民问题的贡献。④ 尤其在移民服务方面，国际移民组织的丰富经验为其在成
员国和其他机构中赢得了口碑。相反，就移民管理方面而言，国际移民组织的工作则显得
比较生疏，主要原因在于它没有国际移民治理的任务，而只是限于为各国、国际组织和利益
相关者在移民问题上提供组合式服务。⑤
（二）自下而上的路径
尽管缺失“自上而下”的多边框架，但并不表明国际社会没有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实
践。相反，根植于国家间合作的“自下而上”的治理路径已经由想法变为现实，并逐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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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劳工移民”一词的语义上分析，至少包括“劳工”和“移民”两个焦点，因此这也使得新机
构可能与国际劳工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ＬＯ）和国际移民组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ＯＭ）的部分业务产生关联。
从规范层面而言，由于缺乏共识，仅有少数国家愿意批准关于移民的国际性法律文件，例如国际
劳工组织１９４９年第９７号公约《移民就业公约（修订本）》和１９７５年第１４３号公约《移民工人（补充规定）
公约》迄今仅分别被４９个和２３个国家批准。
国际劳工组织实行“三方机制”，组织内各类会议均由成员国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面代表参加，
三方代表享有平等的发言权和表决权。在移民问题上，各国政府不愿其他两方插手，这也就是为什么
１９９０年《保护所有移民工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是在联合国大会而不是在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
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９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与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斯温在纽约联合
国总部签署相关协定，国际移民组织由此正式加入联合国系统，从而成为联合国旗下一个专门的国际机
构。这意味着国际移民组织将在今后的移民管理领域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国际移民组织的章程亦没有载明其在国际移民治理方面的任务，其宗旨限于通过与各国和国际
组织合作处理移民问题，并为移民有秩序地移居接收国或返回输出国提供各种服务。在国际劳工移民问
题上，国际移民组织也只是申明“支持各国在劳工移民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在短期流动以及其他类型的循
环移民”。
了一种多层次的治理架构。这种“自下而上”路径始于一系列涉及国际移民的双边、地区和
地区间机构的兴起，它们的出现使各国能够有选择性地与其他国家进行不同形式的合作。
除新兴的双边和地区机构以外，一些多边机构因其职能涉及国际移民治理的某一方面而一
并参与进来。由此也产生了诸如多边体制、地区和跨地区条约以及双边安排等一系列涉及
国际劳工移民的法律规范。① 不过，有学者质疑这些规范的编纂没有相应的机构架构，即
“没有架构的实质”。② 实际上，借由这种路径形成的治理架构所呈现出的碎片化特征，既有
重叠又有平行，不免使人产生误解，但确是“实质与架构并存”。详言之，首先，在国家（双
边）层面，国家间（特别是原居住国和目的地国之间）在劳工移民领域的合作可以说是国际
劳工移民治理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往往侧重于具体的劳工移民问题，例如入境、居留、移民
权利、非法移民遣返等，由此形成的双边协定（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是解决国际劳工移民问
题的重要手段，而且各国必须信守在此规范性框架下保障劳工移民的权利，同时也为各国
应对国际劳工移民的日益复杂化提供了有效机制。其次，在地区层面，区域一体化框架、诸
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区域协商进程（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等都含有国际劳工移
民治理因素，特别是区域协商进程，例如南部非洲移民对话（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ｆｏｒ　Ｓｏｕｔｈ－
ｅｒｎ　Ａｆｒｉｃａ，ＭＩＤＳＡ），③在建立信任和共识的基础上，帮助区域内各国确定共同的利益和关
注，通过移民信息、数据的交换以及管理经验的交流，在劳工移民治理领域取得了良好实
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非法移民的减少。最后，在全球（多边）层面，国家、国际组织、
民间团体以及私营部门等组织发起了诸多关于国际移民的全球倡议，例如比较有代表性的
伯尔尼倡议和海牙宣言。④ 前者侧重国家应对移民管理和制定移民政策的能力建设，后者
强调与民间团体、私营部门以及学术机构对话和合作的需要，二者形成互补，而联合国大会
“移民与发展”高级别对话亦为这些倡议的进一步互动和凝聚提供了机遇。⑤ 总之，“自下而
上”路径的基本思路依循的是国家、地区以及全球这样三个层级的架构，而通过双边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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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Ｒａｈｅｌ　Ｋｕｎｚ，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ｎ　Ｐａｎｉｚｚｏ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Ｒａｈｅｌ　Ｋｕｎｚ，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ｎ　Ｐａｎｉｚｚｏｎ，Ｍｕｌｔｉ－
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６（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Ａｌｅｉｎｉｋｏｆ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Ａｒｃｈｉ－
ｔｅｃｔｕｒｅ，ｉｎ　Ｒｙｓｚａｒｄ　Ｃｈｏｌｅｗｉｎｓｋｉ，Ｅｕａｎ　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ｅｒｒｕｃｈｏｕ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Ｃｈａｌｅｎｇｅｓ　４６７－４７９（ＴＭＣ　Ａｓｓｅｒ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
Ｓｅｅ　Ｊｏｂｓｔ　Ｋｈｌｅｒ，Ｗｈａｔ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Ｄｏ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ｉｎ　Ｒａｈｅｌ　Ｋｕｎｚ，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ｎ　Ｐａｎｉｚｚｏｎ，Ｍｕｌ－
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８１－８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伯尔尼倡议由瑞士政府在２００１年发起，在此框架下，于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推出了《国际移民管理议
程》（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旨在移民领域形成共同理解和有效实践，是全球
层面首个解决国家间合作的协商进程；海牙宣言全称为《关于难民和移民政策之未来的海牙宣言》（Ｄｅ－
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ａｎ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由国际开发协会荷兰分会于
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２２日在海牙发布，是其“庇护和移民之未来”项目的首项成果。
此外还有“为如何加强国家、地区以及全球国际移民治理提出建议”的全球国际移民委员会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ＧＣＩＭ）、“基于机构间协调多边移民行动”的全球移民
小组（Ｇｌｏｂ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ＧＭＰ）、“联合国体系外由国家主导的年度会议”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ｒｕｍ　ｏｎ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ＦＭＤ）等。
区域协商进程以及全球倡议等所达成的治理成果则是该架构的实质。其中，国家、国际组
织、民间团体、私营部门以及学术机构等各方广泛参与，至少在一个层级中担当相关治理角
色。这种看似琐碎复杂的治理路径，实则有章可循，进一步表明当前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
碎片化特征。
（三）两种路径的选择
国际劳工移民的本质要求国际合作和共担责任，其未来发展趋向必然要求加强多边治
理。在路径选择上，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孰优孰劣更
是不易判断。从短期来看，“自下而上”路径仍然在当前国际劳工移民治理中占据优势，一
则因为各国移民政策迥异，不愿完全遵循国际合作原则，难以在国际移民问题上达成共识；
再则因为全球性世界移民组织的产生绝非易事，新机构的产生必然伴随现有机构及其职能
的裁撤与合并，各方利益的权衡尤其重要。然而，倘若一直固守“自下而上”路径，治理责任
的分散和职能的重叠，必然导致治理过程步履维艰，最终削弱国际劳工移民的治理效果。
因此，从长远来看，“自上而下”路径更应该是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最终选择。尽管目前困
难重重，但更需意识到由此路径形成的机构架构具有明显优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第一，如前所述，在联合国体系下，移民领域的责任被分散到若干个不同机构，例如国际
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等，而全球性的世
界移民组织则有利于统一移民领域的责任和职能。第二，近年来，一些传统的国际组织，特
别是与发展和贸易相关的机构，例如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
开始认识到移民与它们具体任务之间的联系，并在相关政策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①而
全球性的世界移民组织则有利于同这些机构进行对等协商和业务合作。从某种程度而言，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路径并不是各自独立、互无关联的两条平行线，更不是非此
即彼的关系。可以说，“自下而上”路径是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初始阶段，伴随治理
的逐步成熟，全球（多边）层面可能会孕育出“自上而下”的新路径，而“自上而下”路
径必然要替代已不合时宜的“自下而上”旧路径，最终完成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使命。值得
关注的是，正在进行的联合国改革进程或许会成为修改现有机构安排、实现“自上而下”路
径的契机。
二、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机制框架
全球治理委员会在其报告《天涯成比邻》中提道，治理是个人和机构、公共和私营部门
管理共同事务的多种途径的综合，同时也是一个调和不同利益以及采取合作行动的持续不
断地过程。② 透过“治理”的定义可以看出，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并非单个人、单个国家乃至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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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ｔｅ／ｍｙｊａｈｉａｓｉｔｅ／ｓｈａｒｅｄ／ｓｈａｒｅｄ／ｍａｉｎｓｉ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ｃｉｍ／ＧＣＩＭ＿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ｄｆ？ｖ＝
１３６２３６３４０１０００，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５Ｏｃｔ．２０１６．
Ｓｅ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ｕ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２（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个机构就能完全胜任，而是需要多个人、多个国家以及多个机构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在
这种情况下，为了有效地解决劳工移民因跨国（境）而带来的法律、社会以及经济等方面的
诸多问题，国际劳工移民治理不再是寻求简单的国际合作，而是亟需构建国际劳工移民治
理的协同机制（ｓｙｎｅｒｇ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一）协同机制的理论内涵
协同机制是基于协同学（ｓｕｅｎｇｒｅｉｔｃｓ）相关理论构建而来的，在管理学领域特别是公共
管理方面应用甚广。① 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协同机制可以表述为：由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
构（世界移民组织或其他具有类似职能的国际机构）主导，国家、国际组织、民间团体、私营
部门、学术机构乃至公民个人等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相互合作、协调一致，以便有效地解决
国际劳工移民问题的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国际移民治理领域特别针对劳工移民
议题构建协同机制，一方面是考虑到各国劳工移民政策的非对称性所导致的“保护缺口”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ａｐｓ），有必要在全球层面就劳工移民保护事项达成基本原则或最低保护标准，
尽量协调各国在劳工移民管理方面的行动。另一方面则考虑到当前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
碎片化状态容易产生“治理缺口”（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ａｐｓ），有必要在全球层面整合各方力量，共
同应对劳工移民问题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从机构的角度来看，协同机制的最大优势在于
效率，这也是制约国际劳工移民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虽然说机构庞杂和职能重叠不可能
完全避免，但这样通常会引起机构之间的竞争，从而不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协同机
制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基于各自的具体任务和机构文化，不同的机构对
劳工移民议题会有不同的政策方向，从而对劳工移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此外，
协同机制还有利于汇集和交流专业知识。不同机构之间可以相互分享各自掌握的劳工移
民资料和信息，扩大合作和协调的范围，从而促进资源的最大化利用。②
如前所述，“自上而下”路径侧重超国家治理，寻求创设全球性的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
构。而协同机制的构建亦需要在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主导下实现。从某种程度上说，二
者在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顶层设计上是不谋而合的。换言之，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自上
而下”路径与协同机制至少在理念和目标上存在一致性，这也是构建协同机制的一种理想
模式。但就“自下而上”路径而言，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协同机制构建可能就稍显复杂：首
先，国家间的双边协定不等于协同机制，治理主体的单一化使协同机制的构建缺少普遍性，
而且这种架构的稳定性也较差，特别容易受到来自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影响。③ 其次，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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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学发轫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其方法论早期一直被用来在自然科学领域作定量研究，并取
得突破性进展，后来逐渐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试图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合与发展。参见孙烨：
《协同学方法论在社会科学中的定性研究分析》，《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９期，第１１８页。
Ｓｅ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ｃｔｉｏｎ　７４－７５，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Ｏｃｔ．２００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ｏｍ．ｉｎｔ／ｊａｈｉａ／ｗｅｂ－
ｄａｖ／ｓｉｔｅ／ｍｙｊａｈｉａｓｉｔｅ／ｓｈａｒｅｄ／ｓｈａｒｅｄ／ｍａｉｎｓｉｔｅ／ｐｏｌｉｃｙ＿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ｇｃｉｍ／ＧＣＩＭ＿Ｒｅｐｏｒｔ＿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ｐｄｆ？
ｖ＝１３６２３６３４０１０００，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５Ｏｃｔ．２０１６．
有学者提出通过伙伴关系治理国际移民，但无论何种关系都容易因国际政治问题导致的外交遇
冷而停滞不前，因此也很难确保其稳定性。Ｓｅｅ　Ｒａｈｅｌ　Ｋｕｎｚ，Ｄ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ｏ－ＵＳ　Ｃａｓｅ，ｉｎ　Ｒａｈｅｌ　Ｋｕｎｚ，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ｎ　Ｐａｎｉｚｚｏｎ，
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２８３－２８５（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于区域一体化框架或区域协商进程而构建的地区协同机制或许会为该地区国际劳工移民
治理作出贡献，不过一旦超出地区界限也会无能为力。因此，区域间或跨区域的国际劳工
移民治理同样需要构建协同机制，而跨区域主义（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正好迎合了这种需
要，主张发挥区域组织在跨区域治理中的重要作用。① 最后，尽管全球性倡议和宣言有利于
凝聚各方在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议题上的共识，但是由于缺少全球性的超国家机构负责制定
实施细则以及监督各方行动，极有可能使得这些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口号沦为形式主义。不
过，其他一些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在当今移民治理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们
当中是否会产生全球性的世界移民组织从而主导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值得期待。②
（二）协同机制的框架体系
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协同机制的框架体系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结构性机制（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即为协同机制的组织而作的结构性安排；二是程序性机制（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ａｌ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即为协同机制的运行而作的程序性安排。比较而言，前者侧重于协同机制的组织管
理方面的事务，而后者则侧重于协同机制的运行操作方面的事务。
１．结构性机制框架
就横向层面而言，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与其他国际组织建立机构间协同。除国际移
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外，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还可能涉及与健康有关的世界卫生组织、与
贸易有关的世界贸易组织、与汇付有关的世界银行以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毒品控制和犯罪预防办公室等诸多机构。③ 在涉
及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议题上，由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作为负责方和召集人，定期联络上
述机构举行机构间会议，协调机构间行动。各个机构之间都是对等关系，它们因各自的主
管业务涉及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议题而聚集在一起，不因协同机制而形成隶属关系。
就纵向层面而言，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与成员国建立机构内协同。不同于前述机构
间协同，机构内协同是在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的组织框架内行事。根据机构章程的规
定，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与其成员存在权利和义务关系。例如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可
以要求成员国提供本国的劳工移民资料和信息，而成员国亦可以请求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
构就劳工移民问题提供帮助。相反，成员国之间并不因此而产生权利和义务关系，它们具
有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一般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涉及彼此的劳工移民问题。此外，对于非
成员国而言，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可以授予其观察员身份，从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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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欧盟－非洲关系背景下的跨区域移民治理，欧洲的跨区域移民政策机构与非洲的东非
共同体、政府间发展机构以及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地区的互动。Ｓｅｅ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ｅｔｔｓ，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Ｒａｈｅｌ　Ｋｕｎｚ，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ｎ
Ｐａｎｉｚｚｏ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３５－３８（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国际移民组织和欧盟在移民治理方面的努力和贡献分别是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组织典型代表，
特别是国际移民组织更是功不可没。Ｓｅｅ　Ｃｌａｉｒｅ　Ｐｏｔａｕｘ，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
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ｉｎ　Ｒａｈｅｌ
Ｋｕｎｚ，Ｓ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ｅｎｅｘ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ｏｎ　Ｐａｎｉｚｚｏｎ，Ｍｕｌｔｉｌａｙｅｒ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１８４－１８５（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１）．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机构包括但不限于全球性国际组织，关注焦点主要在劳工权利的保护和劳工标准
的实施两方面。Ｓｅｅ　Ｊａｍｅｓ　Ａｔｌｅｓｏｎ，Ｌａｎｃｅ　Ｃｏｍｐａ，Ｋｅｒｒｙ　Ｒｉｔｔｉｃｈ，ｅｔ　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Ｌａｗ：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ｎ　Ｗｏｒｋ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２２３－２２４（Ｔｈｏｍｓｏｎ　Ｗｅｓｔ　２００８）．
与机构活动。①
２．程序性机制框架
首先，在决策层面，由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与其他国际组织组成高级别机构间国际
移民委员会，针对国际劳工移民问题的协同治理达成原则性、框架性、非约束性的制度安
排，例如联合宣言、行动指南等规范性文件。在此基础上，由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制定具
体、详细、约束性的公约草案，按照程序在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大会上表决通过。
其次，在实施层面，各国作为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的成员国，一旦加入涉及国际劳工
移民的某一公约，就应严格遵守公约的规定。作为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重要主体，国家的
积极参与关系到国际劳工移民公约实施的效果。倘若在公约实施过程中遇到困难，成员国
可以请求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应及时成
立专家组，帮助成员国解决公约实施中的问题，以保证公约在各成员国得到良好执行。
最后，在监督层面，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对国际劳工移民公约的实施和成员国的行
动负有监督责任，一方面需就公约的实施情况形成年度报告，并在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
大会和机构间国际移民会议上分别报告，另一方面需要就成员国在公约实施过程中不遵守
公约、怠于执行或拒绝执行等行为予以纠正，必要时可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
三、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模式选择
在协同机制的架构下，简单的国际合作无法满足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需求。特别是在
国际劳工移民治理模式上，针对如何进一步促进劳工移民的国际合作至少需要解决两个问
题：一是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应采取哪种模式的国际合作可以更为有效地解决劳工跨境流动
带来的诸多问题；二是在此模式下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应侧重哪些合作领域可以更为可行地
实现协同机制的既定目标。鉴此，一些国际组织根据自身的专业特色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
案。下文将以国际劳工组织的“三方协商”（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模式和海牙国际私法会
议的“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模式
为例予以阐述并进行比较。
（一）“三方协商”模式
“三方协商”模式源于国际劳工组织积极倡导和奉行的三方性原则，即由政府、雇主和
工人三方代表就涉及各自利益和共同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劳工问题，进行协商和对话并达
成共识的一种工作机制。② 作为全球性的三方性组织，自１９９９年以来，国际劳工组织已就
劳工移民问题组织了一系列地区性三方协商会议，例如欧盟资助的国际劳工组织项目“管
理劳工移民作为欧洲—地中海地区、东非和西非地区发展的一种手段”等。这些会议的参
会人员主要是各国劳工部的高级官员、全国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的高级负责人，会议利用培
训的方法，确保与会各方进行平等对话和发言，并就共同关心的劳工移民问题发表看法以
及交流意见。从某种程度上说，基于“三方协商”模式的这些会议在劳工移民问题上不仅确
立或者加强了非正式和正式的地区性三方合作，有的还为制定地区机制或后续计划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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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涧秋：《试论国际组织与国家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第４１－４２页。
详见曹艳春：《略论三方协商机制》，《工会理论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２１－２３页。
倡议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① 此外，就治理内容而言，“三方协商”模式主要侧重于以下几个
方面：（１）发展政府间的劳工移民信息交流；（２）在同社会伙伴、民间团体和移民工人组织协
商的情况下，发展政府间的劳工移民政策对话与合作；（３）促进原居住国和目的地国之间为
解决不同的劳工移民问题达成双边或多边协议；（４）促进对创造或增加发展中国家女人和
男人体面劳动机会的项目和计划的开发援助；（５）促进雇主和工人组织参与国际、地区、国
家的以及其他层面的论坛，包括通过建立三方协商程序。“三方协商”模式的实践表明，各
国政府在同雇主和工人组织协商的情况下，应进行国际合作，促进以就业为目的的移民管
理，并与国际劳工组织一道促进国际和地区层面的劳工移民政策的一致性。而国际劳工组
织则应发挥作为国际劳工移民主要机构的作用，促进同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对话，包括它
同直接或间接涉及劳工移民问题的其他地区或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以便充分发展有关劳
工移民问题的协调途径。②
（二）“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模式
“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是海牙国际私法会议（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ＨＣＣＨ）在统一国际私法的过程中创立的一种新型合作机制，特别是在统一适
用公约以实现其目标方面具有显著成效，主要集中于家庭法和程序法领域。在运作实践方
面，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机制主要是通过在缔约国设立中央机关（或主管机关和委托机关）
以及不同国家的法官之间直接交流的方式来进行。③ 尽管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并非国际移民
领域政策制定的中心，但它的工作多有涉及跨境人员流动的国际私法方面。例如，国际婚
姻与离婚、儿童的法律保护（包括儿童诱拐）以及弱势成年人（包括老年移民）等。从２００６
年开始，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着手于国际移民相关议题的调研和论证，期望使用某些国际私
法手段解决国际劳工移民领域的一些问题。鉴于国际移民现象的规模性和复杂性，海牙国
际私法会议认为若要在全球层面的国际治理方面取得进展最好是逐步实现。④ 换言之，首
先应确定某些领域，特别是在原居住国、中转国以及目的地国之间有充分的共同利益和支
持，然后建立一个多边法律框架，明确缔约国的某些责任，最后创造一个常态化的信息与合
作机制以落实这些责任，并进行定期审查。⑤ 同时，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进一步阐明应将国际
合作的重点放在跨境方面，主要涉及国际劳工移民治理以下四个领域：（１）原居住国与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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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ｔｒａｖ／－－－ｍｉｇｒａｎ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ｃｍｓ＿１７８６７２．ｐｄｆ，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１５Ｏｃｔ．２０１６．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ＬＯ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ｎ－ｂｉｎｄ－
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ｆｏｒ　ａ　Ｒｉ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７－８，ａｄｏｐｔｅｄ　ｏｎ　１９Ａｐｒ．２００６，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ｗｃｍｓｐ５／ｇｒｏｕｐｓ／ｐｕｂｌｉｃ／－－－ｅｄ＿ｐｒｏｔｅｃｔ／－－－ｐｒｏｔｒａｖ／－－－ｍｉ－
ｇｒａｎｔ／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ｃｍｓ＿１７８６７２．ｐｄｆ，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６Ｏｃｔ．２０１６．
详见汪金兰：《统一国际私法的新机制———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的司法与行政合作》，《法学评论》
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Ｓｅｅ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Ｅ．Ｍ．Ｓｔｉｋｋｅｌ　Ｂｒｏｅｃｋ，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Ｗｏｒｋ
ｉｎ　２０１０，２３Ｈａｇｕｅ　Ｙ．Ｂ．Ｉｎｔ’ｌ　Ｌ．１４７（２０１０）．
Ｓｅｅ　Ｈａｎｓ　ｖａｎ　Ｌｏｏｎ，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ａ　Ｎｅｗ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ａｓ．ｏｒｇ／ｄｉｌ／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ｓｅｓｓｉｏｎ＿２００７．ｈｔｍ，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６Ｏｃｔ．２０１６．
地国之间商定的临时或循环劳工移民项目的实施；（２）原居住国与目的地国商定的在其他
情况下确保移民有序返回与重新安置；（３）许可制度的建立和监督以及在促进国际移民中
参与的中介组织的监管；（４）促进国际移民汇款回家的手续简易和成本便宜。① 特别是临时
移民项目、中介组织的监管以及汇款的简易和便宜这三个方面已被其他国际组织和会议认
可并屡次出现在国际移民议程上。② 总之，在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机制的具体运作上，各国
一般会指定移民或出入境管理部门为中央机关，通过国家间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的直接交
流与合作，实现原居住国、中转国以及目的地国之间跨境合作以解决劳工移民问题。
比较而言，“三方协商”模式的特色和优势在于由政府、雇主和工人三方代表构成的基
本格局有利于在最大程度上维护各方利益的均衡，确保协商和对话符合公平原则。不过，
在某些情形下，这种优势也可能变成劣势。正是因为“三方协商”模式致力于三方代表地位
的平等，对于争议问题往往会展开旷日持久的讨论，大大地影响了协商的效率。③ 此外，国
际劳工移民治理的移民准入等议题涉及国家主权事项，如前所述，各国政府极其不愿意雇
主和工人代表对此进行干涉。在这种情形下，“三方协商”模式很有可能难以在全球层面得
以推广。而“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模式最大优势在于促进各国政府机构之间直接就劳工
移民的商定事项进行合作。当然，这种跨境合作应是在全球性多边框架下的具体安排，否
则就与国家间的双边协定无异。在治理内容上，二者虽有交叉和重叠，但海牙国际私法会
议的建议显然比国际劳工组织的建议更具体、更有可行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三
方协商”模式看起来似乎兼顾性更强，但这并不必然使得“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模式的公
平性受到质疑。作为专业性、非营利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只是致力于
冲突法规则统一的跨国机构。从某种程度而言，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代表了不同的法律、政
治和经济视角，以及它所创制的“国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模式理应被视为具有中立性。
四、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中国实践与应对
如前所述，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而在相关规则制定上，包括但不限于路
径、机制与模式等方面，更需要国际社会达成广泛共识。尽管中国刚刚加入国际移民组织，
但这并不妨碍今后为国际劳工移民治理提出切实可行的“中国方案”。④ 据联合国经济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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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ｏ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ｐ－
ｐｌｙ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ｏ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ｌ．Ｄｏｃ．Ｎｏ　７，Ｆｅｂ．２０１０，ｐ．３．
Ｓｅ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Ｓｏｍ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Ａｐ－
ｐｌｙ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Ｈａｇｕ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ｒｉ－
ｖ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　ｔｏ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Ｐｒｅｌ．Ｄｏｃ．Ｎｏ　７，Ｆｅｂ．２０１０，ｐｐ．７－８．
有学者质疑这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实践中还存在着差别，工人权益难以得到真正保障。参
见李雪平：《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工权益保护监督机制》，《武大国际法评论》第３卷（２００５年），第
１６５页。
值得关注的是，２０１６年６月３０日，国际移民组织举行特别理事会批准中国的加入申请，使得中
国正式成为国际移民组织成立６５周年之际的第１６５个成员国。这标志着中国将以崭新的姿态深入参与
全球治理，深化国际移民合作。
会事务部统计，２０１５年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移民为９７．８０万人，近十年平均增长率为３．
１％，比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的２．６％有所提高。① 此外，据《中国国际移民报告（２０１５）》蓝皮书援
引英国汇丰银行发布的２０１４年度“移居者探索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最受
欢迎的移居地，仅次于瑞士和新加坡。② 这些数据表明，中国开始成为具有重要吸引力的移
民目的地国。鉴于此，中国更应广泛参与国际劳工移民治理实践，提高国际劳工移民治理
能力，积极应对劳工移民跨境流动带来的挑战。
（一）中国参与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实践
１．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
“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由国际移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中国政府、欧盟以及诸
多欧盟国家共同参与实施，并由欧盟提供资金支持。③ 该项目旨在通过促进中欧双方在国
际移民管理领域开展信息和技术交流，加强中国政府对外派劳工中介机构的监管能力，保
护移民工人权利，促进跨境合作打击非法移民（移民偷渡和人口贩卖），拓宽合法移民渠道，
更好地管理经中介招聘公司介绍赴欧的中国劳工移民。④
在劳工移民领域，国际劳工组织还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以及中华全国总
工会等部门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合作：（１）移民政策分析与研究：例如研究保护境外工人权
利和纠纷解决办法政策，并在中国和欧盟国家之间分享研究成果；（２）法律与政策审查：例
如比较分析中国和欧盟各国的移民法律和政策，为随后在中国举行的移民管理能力建设研
讨会提供理论信息；（３）能力建设与培训：例如对负责私营就业／招聘机构注册登记工作的
中国执法部门展开能力建设，在项目试点省份就如何对招聘机构进行监督、如何加强其自
律能力举办培训班；（４）宣传活动：例如在劳工移民输出最多的福建、辽宁和山东三省开展
宣传活动，加强对非法劳工移民的风险认识；（５）举办论坛：例如在指定的欧盟某个移民目
的地国举办论坛，讨论欧洲对中国非法移民的需求以及可能的解决办法。⑤ 从“中国移民管
理能力建设项目”的实施情况来看，通过国际合作解决跨境人口流动的挑战已经成为国际
劳工移民治理的共识，不仅为中国和欧盟国家了解彼此的移民管理体制提供了平台，而且
还为中国应对劳工移民治理问题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政策指导。
２．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
—６８—
武大国际法评论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ｎｔ　Ｓｔ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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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王辉耀主编：《中国国际移民报告（２０１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３页。
“中国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分为两期：第一期项目（２００７－２０１０）总预算约２５０万欧元，大约
有４００名高级官员参与，且涉及约１５０万潜在的移民；第二期项目（２０１１－２０１３）总预算约２００万欧元，旨
在通过培训班、海外游学、政策分析和研究以及信息活动等形式强化一期项目的成果。参见郭秋梅：《国
际移民组织与全球移民治理》，暨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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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ｎｇ－－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７Ｏｃｔ．２０１６．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ｆｏ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
ｎａ，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ｌｏ．ｏｒ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ｈａｔ－ｗｅ－ｄｏ／ｐｒｏｊｅｃｔｓ／ＷＣＭＳ＿１４１６５０／ｌａｎｇ－－ｅｎ／ｉｎ－
ｄｅｘ．ｈｔｍ，ｖｉｓｉｔｅｄ　ｏｎ　１７Ｏｃｔ．２０１６．
“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是欧盟伙伴关系项目（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ｓｔｒｕ－
ｍｅｎｔ，ＰＩ）在中国资助的第一个项目，为期３年，由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自２０１５年
４月１０日开始执行。该项目旨在使国际移民的利益最大化，侧重中国、欧盟利益相关方共
同关注的领域，①以期完成以下四个方面的目标：（１）巩固和支持中国—欧盟机制性、运行良
好的对话；（２）加强和促进中国和欧盟间的合法移民和人口流动的机会，并保护移民工人权
利；（３）加强中国预防和减少赴欧中国非法移民以及应对人口贩卖的能力，通过返回、重新
接纳和重新融合措施减少在欧盟的中国非法移民；（４）借鉴国际良好实践和研究成果，促进
移民和人口流动的合作，使发展的影响最大化。②
在劳工移民领域，针对以海外务工为名的人口贩卖问题，国际移民组织为公安部和外
交部的高级官员安排了访问奥地利、保加利亚和法国的活动，旨在通过建立欧盟国家有关
机构和公安部的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应对和联合预防非法移民的中欧对话，包括人口贩
卖和移民偷渡，以期在个案发现和侦查方面加强双边警务合作和信息分享。针对非法移民
的返回和重新接纳问题，中国的移民接收国身份同样面临非法移民所带来的挑战。国际移
民组织为此举办了“非法移民返回和重新接纳的实际合作研讨会”，介绍了重新接纳的实践
工作、政策规定、利弊分析以及在原居住国和目的地国背景下重新接纳协议所面临的挑战
和预防措施等等。此外，针对移民工人权利的保护问题，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还
将制定《中国海外工人出发前培训的实操性指南》。③ 目前，“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
对话项目”仍在进行中，从实施情况来看，中国和欧盟的对话和交流比“中国移民管理能力
建设项目”时期更为成熟和深入，双方除继续开展劳工移民领域的技术合作和交流活动外，
逐渐发展共同感兴趣的新领域，例如人口贩卖。同时，受益于这些项目的开展，中国参与国
际劳工移民治理的水平和经验也在不断提高。
（二）中国应对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思考
当前，中国的治理角色正在由移民输出国向移民输出国、接收国和过境国的多重身份
转变。在这种多重身份背景下，中国应努力提升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
际劳工移民治理相关规则的制定。一方面，就中国应对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理念建构而
言，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模式三者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三者有机地
统一于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全过程。首先，在治理路径上，中国应认识到“自下而上”路径
在推进国际劳工移民治理进程中的优势，但也应意识到“自上而下”路径将是推进国际劳工
移民治理的最终选择。特别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中国
有能力成为创设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的推动者。其次，在治理机制上，协同机制为国际
劳工移民治理的协调问题提供了良好的运作框架。在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主导下，中国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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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即欧盟《移民和人口流动全球措施》（Ｇｌｏｂ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ＧＡＭＭ）框
架下的４个支柱：组织和促进合法移民和人口流动；预防和减少非法移民；使移民和人口流动的发展影响
最大化；以及促进国际保护。Ｓｅ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Ｔｈｅ　ＥＵ’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Ｍｉｇｒａ－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６（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Ｌｏｒｄｓ　２０１２）．
参见国际移民组织驻华联络处：《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通讯》２０１５年第１
期，第１、４页。
参见国际移民组织驻华联络处：《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通讯》２０１６年第２
期，第４－６页。
应充分利用协同机制的诸多优势，同时也应履行成员国义务，配合国际劳工移民主管机构
做好劳工移民相关工作。最后，在治理模式上，作为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成员国，中国在“国
际行政与司法合作”模式的操作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移民能力管理建设项目更是促进
中欧政府机构之间的直接合作，将该模式应用于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相关领域具有可行
性。
另一方面，就中国参与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具体实践而言，特别是开展“中国移民管理
能力建设项目”和“支持中欧人员往来和移民领域对话项目”以来发现的问题，中国还需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以更好地应对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挑战。
第一，提升国家移民管理能力，增强来华移民治理水平。据《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持外国人就业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移民共
２４．０万人，约占在华常住外国移民总量的２４．５％，主要为三资企业雇员、教师以及外企驻华
机构代表等。① 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带来的发展机会，来华就业的外国移民数
量还将继续增加。尽管中国开始成为具有重要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但中国仍是一个移
民接收国的“新手”。如何更好地管理来华移民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例如劳动关系、社会保
险、住房保障、子女教育等，对中国的劳工移民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作为国际劳工移民治
理领域的主要机构，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有大量的国家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
中国应继续加强与这些国际机构的合作，通过移民管理能力建设项目的开展，提升国家移
民管理能力，从而增强来华移民治理水平。
第二，健全入境出境手续审批，打击人口贩卖等非法移民。中国成为具有重要吸引力
的移民目的地国的同时，从某种程度而言，中国亦从单纯的非法移民原居住国变成非法移
民的目的地国和过境国。中国则习惯将这些非法移民称为“非法入境、非法居留以及非法
就业”的“三非”移民。这些非法移民在中国一般从事没有保障的较低层次的劳动，由此衍
生的就业、居住、融合等问题也日益凸显，而涉嫌治安管理、刑事犯罪以及跨国犯罪等活动
也在逐渐增多，例如移民偷渡和人口贩卖等。尽管中国现行《出境入境管理法》及《外国人
入境出境管理条例》对非法移民作出严格控制，但在人口贩卖及受害人保护等方面仍有所
疏漏。② 因此，中国应继续从入境出境手续审批入手，加强旅行证件查验工作，有效甄别被
贩卖受害人。同时，利用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数据库及信息资料，
完善出境入境相关法律法规。此外，还应加强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协同解决包
括偷渡和贩卖在内的非法移民及其遣返问题。
第三，推动劳工移民立法工作，吸引高技术人才来华就业。目前，中国尚无统一的移民
法或劳工移民法，对移民的管理往往散见于一些单行法律法规，而对劳工移民的规制更是
无法可循。根据１９９６年施行至今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中国对外籍劳工来华
就业采取许可制度。然而，作为由当时劳动部、公安部、外交部、外经贸部联合发布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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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２０１５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ｏｈｒｓｓ．ｇｏｖ．ｃｎ／ＳＹｒｌｚｙｈｓｈｂｚｂ／ｄｏｎｇｔａｉｘｉｎｗｅｎ／ｂｕｎｅｉｙａｏｗｅｎ／２０１６０５／ｔ２０１６０５３０＿２４０９６７．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１７日访问。
Ｓｅｅ　ＬＡＮ　Ｌｉｈｏｎｇ，ＳＨＩ　Ｘｉｕｘｉ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８（３）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Ｌ．Ｃｈｉｎａ　６３６－６３８（２０１３）．
规章，该规定对于外籍劳工来华就业仅是作了较为概括性的规定，内容过于简单。① 随着中
国越来越成为具有重要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应该进一步吸引外籍劳工来华就业，特别
是高技术人才的引进，开放国际人才流动，开发世界“移民红利”，从而为“一带一路”战略的
实施提供智力支持。鉴于此，中国应将劳工移民立法工作提上日程，通过法律调控，重点吸
引高技术劳工移民来华就业；严格规制非法移民在华就业；协作打击人口贩卖和移民偷渡
活动；努力促进劳工移民权利的保护；等等。
Ｐａｔｈ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ｉｓｓｕ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ｇｅｎｄ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ｐａｔｈｓ，ｔｈｅ　ｔｏｐ－ｄｏｗｎ　ｐａｔｈ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ｓｕｐｒａ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ｂｏｔｔｏｍ－ｕｐ　ｐａｔｈ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ｌｅｖｅ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ｕ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ｂｌａｃｋ　ｏｒ　ｗｈｉ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ｐａｔｈｓ．Ｅａｃｈ　ｏｆ　ｔｈｅ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ａｓ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ｈｅ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ｉｍｐ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ｓ　ａｎ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ｅ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　ｍａｙ　ｂｅ　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ａｙ　ｂｅ　ｔａｋｅｎ．Ａｌｓｏ，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ｇｏｏｄ　ｏｐ－
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ｔｏ　ｆｉｌ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ｇａｐ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ｇａｐ．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ｓ
ｍｏｒｅ　ｅａｓｉｌｙ　ａｃｃｅｐｔｅｄ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ａｒｔｉｔｅ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　ａｒｇｕ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
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ｕｒ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ｉｔ
ｐｒｏｐｏｓｅｓ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ｅｍｓ　ｍｏｒｅ　ｆｅａｓｉｂｌｅ．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ｅｎ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ｉｔ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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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毅：国际劳工移民治理的路径、机制与模式
① 英国对劳工移民亦实行就业许可制度，但对劳工移民的级别和聘用等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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